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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素養到新素養：試論教學策
略與認識論的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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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數位科技普及，數位在地人成形，媒體素養的教學工作，應

該重新設定教學核心。透過瞭解數位工具的特性，以及媒體素養教

育的目標，本文整理出從媒體素養到新素養在教學策略、認識論上

的轉變，並提出媒體素養的「任務導向式教學」策略。本文認為，

具體的作法應該至少設計以下幾項內容：主題、媒介內容、參與目標、

參與方法與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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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理論到生活：數位在地人初登場

「網路世代」（i-Generation）取代了二戰後對未來茫然未知的 X
世代、電視影像充滿著生活的 Y 世代，以及熟悉電器產品的 e 世代，

正式成為人們理解「新世代」的代名詞。他們一出生，便在環繞著網

路聯繫的環境中，Castells（1996 ／夏鑄九等譯，2000）描繪為「網

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的特質是，資訊技術的影響擴及所有生

活層面；「資訊化社會」不再指社會職業結構的特色，而是人類對資

訊科技的高度應用。

資訊科技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實例五花八門。從 2010 年的維基

解密揭開政府檔案，到影響敘利亞民主的茉莉花革命。從白玫瑰運動

討論法官適格性，到洪仲丘案透過網路爆料、提供線索的各式經驗。

數位工具不分地區、不分事件議題，在全球扮演著公民參與的平台。

與此同時，以資訊交換行為為研究對象的傳播研究，以及憂心人們能

否洞察資訊工具暗藏之玄機的媒體素養教育，遭遇到與大眾媒體非常

不同的資訊傳遞模式。一方面，數位工具創造著彷彿更為民主的生活

型態；然而另一方面，在教學現場裡，老師在台上說，學生則在底下

滑著手機；器械無線上網形成了思緒無限延伸。這顯示了數位工具兩

面刃的性格；本文好奇，數位科技普及已久，將通訊工具使用視為研

究與教學核心的媒體素養教育，可曾受到衝擊？是否需要採取不同的

思維與教學策略？這樣的轉變在傳播學術領域中，又有什麼意涵？本

文試圖從教學現場整理出初步答案。

從文獻上來看，當人們面對資訊科技普及，而試圖理解時，首先

採取了人類學式的、帶點距離的研究模式。Escobar（2000）以「賽

伯利亞」（Cyberia）來稱呼模控（cybernetics）領域；認為賽伯利亞

終究與全球地圖上的西伯利亞相似：地處邊陲，蠻荒無人。因而需要

人類學式的全面資料蒐集；而這些被蒐集觀察的對象，始終是研究者

想像中的「他者」。

不過，今天，當我們試著為看到一顆真蘋果就會想要拿起食

指去滑動的世代起一個名字時，被 Escobar 影射為蠻荒之地的賽伯

利亞，顯然不再是個化外之地；科技的能力與介面的樣貌，形塑著

新世代理解世界的原型。這個世代有他們自己的生命歷程，或可稱 
這個世代為「數位在地人」（digital natives）（參見 Bauerlein, 201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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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數位在地人」是否是一整個世代齊一的狀態，一

直以來都是爭論不休的議題（例如：Bennett, Maton, & Kervin, 2008；
Buckingham, 2007；Livingstone, 2007；Livingstone, Bober, & Helsper, 
2005；Selwyn, 2003, 2009；Stoerger, 2009 等）。儘管論者認為眾人

協作的「維基世界」（wikiworld）值得期待（如：Green & Hannon, 
2007；Suoranta & Vadén, 2010；Tapscott & Williams, 2006, 2010），

不過，Thomas（2011）卻認為，從來不會有一整個世代所有人皆有

的共同特質。Young（2010.09.10）也認為，相對於數位在地人，也

有不少人自稱「數位路德人」（digital luddites），想要脫離持續不斷

的數位化生活。在教學場景中，Mortkowitz（2010.04.25）指出，非

常多老師已經禁止學生在上課時使用筆記型電腦，以免干擾了課堂的

學習。有些老師則禁止學生使用 Google、Wikipedia 或社會性媒體等

應用軟體來做作業（Chiles, 2008.01.13）。絕大多數數位在地人，正

因為非常熟悉瞭解數位工具的能力，因此，不論做什麼工作，一定優

先選擇 Google 作為搜尋工具，這比例甚至高達 89%（Rowlands et al., 
2008）；Rowlands et al. 將這個世代命名為「谷歌世代」。Griffiths & 
Borphy（2005）的研究也指出，由於學生慣習於使用搜尋引擎（64%
的學生找資料是從搜尋引擎下手），因此 Google 排序上比較前面的

網站，就是學生在寫作業時，最常引用的資料內容；相較之下，大學

所提供的圖書館資源，只有一成使用者。這個研究結果展示了網際網

路如何影響著今日年輕世代的知識地圖。批判者指出，某些網路工具

成為教育場景中，最限制學生學習的一環。學生認為便利的，卻遭到

老師禁止反對，這中間的落差到底是什麼？

更有甚者，Banaji（2011）在實際考察歐盟在七個國家執行的三

年計畫 CivicWeb: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的

研究成果後指出，倘若一再地強調年輕人的數位能力，並且更進一步

將這些數位能力聯繫於政治參與的能量便會發現，圍繞在「數位在地

人」這個詞彙構築成的語詞系統，根本應該徹底解構掉。因為「數位

能力」根本就無法完全對等地轉化為「政治（或公共）參與」。在這

個使用了網頁、深度訪談以及深度質性資料分析的大型研究計畫中，

Banaji & Buckingham（2010）發現，年輕世代在網路使用上，主要著

重娛樂功能；至於正式政治活動、NPO 發起的社會參與活動等等，

參與能量其實非常有限。台灣的研究一樣指出了論者對過度數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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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例如，李律鋒（2010.11.04）便直言，即使只是「按個讚」，

仍舊有議題的公眾性需要討論；更何況，涉及網際網路的公眾議題民

主參與，「絕不只是『按讚』」（黃哲斌，2011.05）。所以，談什

麼數位在地人？如果不能「導正」數位工具的使用，再多數位也不

過強化漫無目的的娛樂，「娛樂我們自己致死」（amuse ourselves to 
death）（Postman, 1985）而已。

從這些討論來看，數位使用已經成為一整個世代的不可否認的共

同生活環境。這些環境造就的生活行為，有好也有壞。對批判者，也

就是數位移民世代來說，數位使用最好要有娛樂之外的功能。然而，

數位在地人又是怎麼想的呢？

依照 Prensky（2012）的說法，數位在地人不僅僅是一種新

的生活模式，更區隔了所有人為不同類屬：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以及數位難民（digital refugees）。這三群人，在深受社

會學樣式（「在地」、「移民」、「難民」顯然是傳統社會學就空間

與國籍歸屬所劃分出來的人類類目），以及數位工具作為當代場景必

定占據生活一隅的雙重洗禮下，產生一種令人暈眩的弔詭。

什麼樣的弔詭呢？從教育的角度來看，當學校教育中強調數位工

具的重要性，並且企圖將人類的重要價值，例如：公民參與，加諸於

數位器械之上的同時，數位工具到底是怎麼與人群（在地人、移民或

難民）聯繫起來的呢？一方面，教育者擁有操作符號與邏輯形式的能

力，因而可以清楚說明數位工具與公民素養的關係；然而另一方面，

老師教者卻因為自身就是數位移民者，講起話來，老是帶著濃厚類比

腔（accent）[2]（Prensky, 2012: 5），卻想像著自己能夠（are able to）
教導在地人他們早就熟悉的語言？！這到底是什麼樣一組教與被教的

關係？所謂的教與學，是否也因為數位環境的自然化，出現了性質上

的變化？ [3] 當促進民主與阻礙學習都來自於同一項設備時，從素養

的角度來看，應該關切的是，在設備已然存在的前提下，讓某個世代

的生活朝向特定方向發展的，到底是哪一個關鍵元素。

「數位在地人」這個概念，早在 1998 年便已可見。只不過，一開

始研究者還沒有意會到生為數位人（born digital）（Palfrey & Gasser, 
2008）、 長 成 數 位 人（growing/grown up digital）（Tapscott, 1998, 
2009）的這個世代，竟能以在地者的姿態，將他們的父親輩描繪說明

為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Barlow, 1996；Prensky, 2010），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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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他世代必須「移入」他們所熟悉的世界。這個詞彙展現出一種符

號與自然狀態的矛盾：後來者（後出生者）取代先到者（先出生者）

占據「在地」或「原生」等符號的位置。這麼一來，後來者在符號上

似乎取得了一種設定標準的權力。然而，這種權力卻正恰與既有的社

會文化經濟結構力量相左。在這個前提下的素養教育場景，顯然處於

一種複雜待梳理的狀態。而這，正是本文意欲為素養教育提出不同策

略與認識論的舞台。

面對早已經把微軟作業系統給「吃」下肚，打開電腦就能悠游

自如，從不認為數位工具有任何使用門檻的數位在地人，這些從類比

時代移民而來、操著濃厚類比口音的傢伙，仍舊如媒體素養的核心一

般，努力教育他們對抗權力嗎？數位在地人所要「對抗」的，到底是

巨獸般商業集團，還是已經成為身體一部分的數位能力？如果這段相

處的關係需要一種能力作為適應的後盾，那麼是誰需要這種能力？這

種能力的內涵又是什麼？傳播領域內的素養教育，又該如何回應？這

是本文的核心問題。

貳、媒體素養教育給出的經驗

一、批判認識論下的媒體素養教育

在「電腦中介傳播」領域中，針對公民性（如：公民新聞）、公

共領域（如：網路論壇）、倫理問題（如：網路謠言或人肉搜索），

乃至於專業義理（如：抄寫網路事件、擷取 YouTube 畫面為新聞報

導）（參見教育部，2002.10.24），其實都是透過一個既存的標準，

認識並批判著網路世代「數位在地人」的生活場景。正如 Suoranta & 
Vadén（2010）所言，數位化早已不再是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人類

究竟可以透過數位化達成什麼目標。

政治大學媒體素養研究室在 2007 年出版了《媒體素養教育》一

書；兩位編著者各自提到一次親身經驗，在其中，媒體為觀眾形塑了

一種「關於人的想像」；想像的內容可能是「每一（新聞）台都一樣

（爛）」，也可能是「女生只能當高中老師（不能是大學老師）」（吳

翠珍、陳世敏，2007：iv，5）。這些親身經驗之所以駭人，不是因

為它與真實世界差異甚遠，而是因為不論傳播內容如何光怪陸離，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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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眾媒體似乎都能讓人們相信，它所言絕對為真。換言之，人們

是驚異於媒體所擁有的全面創造真實的能力。

來自大眾媒體的教訓讓人們知道，當閱聽人無法穿透媒體這道

魔鏡，就非常有可能成為無法判讀資訊內容真偽，且無反擊能力的閱

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Jhally, 1982, 1987；Livant, 1982；
Maxwell, 1991；Meehan, 1984, 1993, 2002；Smythe, 1977）而不自知。

於是，在大眾傳播媒體發展 30 年後，人們展開了讓閱聽人有武器自

保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教育。

為了能夠瞭解大眾媒介內容與真實生活之間的落差，並且採取

批判的態度，指出錯誤、要求將大眾媒體的權力下放於眾人，已發展

超過十年的「媒體素養」教育，採取了全知者（傳播學術界）對未知

者（一般閱聽人）的知識灌輸工作；而傳播專業工作者，則處於一個

等待被理解、揭穿、批判的狀態下，形成了傳播學術與閱聽人站在一

起，對抗實務的態勢。於是，媒體素養教育協助閱聽大眾瞭解大眾傳

播的本質、運作，進而批判大眾媒體（Duncan et al., 1989）。然後，

媒體素養教育訓練閱聽人詮釋媒介訊息的觀點（perspective）（Potter, 
2001）。最後，透過傳播工具的操作教學，媒體素養教育推動公民參

與、達成媒體近用（Lave & Wenger, 1991; Neilsen & Kvale, 1997）。

很明顯地，媒體素養教育下的「媒體」是一種「環境」（Cassidy, 
2004）、是一種「文化」（Bird, 2003），「我們與他人在在都透過

複雜的媒體互動建立社會關係，再將這些關係整合成為日常生活的樣

貌」（吳翠珍、陳世敏，2007：9）。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Hall（1973）指出閱聽人面對媒體內容所

採取的三種不同態度：主動（反抗，oppositional）、被動（霸權，

dominant）以及協商（negotiated）。這等於直接反對大眾媒體的絕對

效果論。從 Hall 的說明看來，雖然傳播者確實有能力也有機會在傳

播內容中夾帶意識型態，但是由於媒體內容傳播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

存在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ous），這使得多義解讀成為

可能。正因為閱聽人被設定為具有「解碼」能力，使得媒體素養教育

成為可能。

接著，Hall（1997）更實地操作了解碼的過程。此時的媒體，是

一種文化實踐活動，在符號的操弄與使用中，確立了人與人之間、機

構與機構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人與機器之間，錯綜複雜但的確有可

能透過批判思維理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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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理路之下，由於大眾傳播媒體已經被現代社會塑造成一個高

度資本集中，且帶有濃厚專業化面容的機構，媒體素養教育因而積極

透過「解謎」（puzzle solving）（參見 Kuhn, 1962），開展媒體近用。

所以在媒體素養的課程中，瞭解新聞機構運作常態（如：內外部新聞

自由）、解讀廣告符碼中的意識型態（如：性別、族群等）、拆解新

聞建構的偏見（如：愛滋病患、國際移動勞工族群等），乃至於察覺

到閱聽人的可能作為（如：報紙投書、參與公民報導等）與辨別能力

（如：將資訊接收管道多樣化），就成為今日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內容。

相當程度上，媒體素養是教育者以「保護主義觀點」（protectionist 
perspective）（Postman, 1985, 1992）乃至於「教育的銀行式概念」（the 
banking concept of education，即，已習得知識的教師將知識存入被動

的學生身上）（參見 Freire, 1968/1970）態度面對受教者。然而，面

對新的工具使用形成新的文化型態、新的人群區隔模型，以及數位在

地人內部的歧異狀態，這種素養內涵顯得十分被動而單向。

二、數位匯流後的認識論轉向

正因為「對專家工作的解謎」的態度，「（老師）教與（學生）

學」就成為媒體素養教學現場的主軸，只不過，「要求老師比學生更

理解黑盒子」時，我們其實同時固著了黑盒子的可能面貌，乃至於規

定了「理解」的方向。正如前一節所言，傳播學術與閱聽人在一邊，

傳播專業工作者站在對造，形成了一種對立的態勢；這種態勢使得媒

體素養的教育核心，始終都有具體的工作目標與對象（對閱聽人以教

育，對傳播實務以批判）。然而，在已然高度專業化、集中化的大眾

傳播媒體身上，這種認識論上的固著，面對數位原生人時，有時卻顯

得力有未逮。底下正是這樣一個例子。

2011 年 12 月 17 日，北韓國家媒體報導領導人金正日逝世消息；

主播李春姬身著黑色傳統服飾，用哽咽悲憤的語氣報導這則消息。兩

天後，華視新聞「大選特派員」梁芳瑜模仿李春姬的語調播報台灣大

選資訊。播出後，眾人罵聲一片（參見高嘉甫，2011.12.20；郭玫君，

2011.12.20 等），華視新聞部多位主管受到輕重不一的處分。梁芳瑜

事後在自己的臉書上說，華視新聞希望擺脫低迷的收視率，採取了

「新聞區隔化」；「模仿」就是區隔化創意策略中的一環。只不過，

越玩越大，水慢慢沸騰，燒死了梁這隻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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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評論從批判認識論的立場指出了此舉諸多不妥。首先是拿

死亡開玩笑，並且以非常僵化的刻板印象再現北韓政府與人民；然後

是批判華視身為公廣集團一員，竟墮落到使用全民納稅所得 [4] 在新聞

中大演模仿秀（胡梓筠，2011.12.20），乃至於新聞綜藝化、主播明

星化。事主梁芳瑜在臉書上貼文認為，當日若是扮演「大長今」就不

會有問題了；這個臉書貼文被認為梁完全未能反思新聞專業，仍舊「熱

衷模仿，鍾情新聞誇張綜藝化」（張維芬、徐紀琤，2011.12.22）。

最後，還有學者指出，電視台以「觀眾愛看」為藉口，不斷下拉新聞

品質與格調；觀眾竟也「邊罵邊看」，根本就是收視率結構的共犯。

這些批評，清楚地指明了「新聞」的專業標準（包括不該綜藝化，

以及自律不得只能求諸他律；但若連他律都不知反省，就成為道德上

的瑕疵）、台灣媒體生態中公共廣播集團被期待的角色，以及傳播與

受眾間透過收視率架構出的互生關係。也正是這樣的批判模式，傳統

媒體素養教育中的閱聽人最終被要求應該要改變收視習慣，做出「正

確」的選擇，以免成為收視率掛帥的共犯與受害者。

以上批判雖其來有自且招招中的，然而，仔細推敲卻可以發現：

華視當晚新聞的收視率推估大約在 1% 上下；[5] 很明顯地，梁春姬沒

有達到提升收視率的效果。對比於網路上的「一片罵聲」以及批評內

容的明確精實，本文對兩者的落差感到好奇。梁春姬事件後續效應的

規模顯示，收視率低迷的華視新聞並非散布此事的唯一管道。社群網

站（如：臉書、BBS 或 Twitter）上的推文與轉貼，同樣使得此事得

以在各類型閱聽人間傳遞、發酵。也就是說，以「收視率掛帥」作為

解釋，可能忽略了整體媒體環境改變與閱聽人個別行動的共振效果。

另一個麻煩的問題是，正是這個「罵聲一片」讓梁春姬表演的影片，

在網際網路上爆紅，不但被快速轉貼，還出現各式素人評論。結果，

所謂收視率戰爭中，真正提高「收視率」，並且從中獲利的，不再

是製造話題的主流媒體，而是留存影片檔案與連結，然後在流量中

計算廣告收益的部落客與資料平台（如：YouTube）。若如 Griffiths 
& Borphy 以及 Rowlands et al. 所言，谷歌世代更依賴的是隨著群眾

改變狀態的搜尋結果，那麼流量獲益者的面貌將更難理解（例如：

Webster & Ksiazek, 2012）、因而也將更難以覺查、解讀、抵抗。大

眾媒體想要以此法贏得收視率，顯然不切實際。而素人的評論，則成

為這則影片值得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成為共同的演出者。在批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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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脈絡下的媒體素養，將「邊看邊罵的閱聽人」視為共犯；但關注

個人與媒體共振的效果之後，閱聽人之所以「邊看邊罵」，有可能是

因為「看到不好的，該罵就要罵；我要罵給眾人看！（而且我真的有

能力這麼做）」，同時，素人評論中展現的批判，內容多元歧異，並

非如專業新聞義理批判那樣單一（例如：有些人批評梁春姬使用台灣

國語與他所扮演的韓國人角色並不相符）。這麼一來，訴諸於專業機

構黑盒子解讀及相應的閱聽人自覺選擇論點，是否足以應付今天的資

訊景觀？如果不足，又該補強些什麼？

於是，媒體素養教育在整齊畫一、強調揭開專業黑盒子，以及閱

聽人自覺的認識論之下，對於今天在大眾、個人、社群之間亂竄的資

訊傳遞狀態，有可能力有未逮。如果再考慮將此資訊傳遞散布出去的

不只主流媒體，還有個別閱聽人，那麼過往媒體素養一直將閱聽人帶

在學者專家身邊照料教育的景象，現在變得有一點點詭異。由此，本

文試圖透過對數位在地人與數位移民之間的互動、聯繫，重新思考媒

體近用的內涵，構塑「新素養」（new literacies）[6]的可能意義與作法。

參、從媒體素養到新素養：教學任務的轉變

一、新素養的出現：定位與範疇

什麼是「新素養」，它與「媒體素養」的關係只有「數位工

具介入」這項差別嗎？為什麼不稱為「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或「新媒體素養」（new media 
literacy）呢？本文認為，從「數位在地人」形成的社會文化景觀來

看，新素養不僅僅只是使用新工具，還有其他理論上的意涵。本節將

從「素養」一詞的內涵、「新素養」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以及新素養

的任務三節，漸次討論新素養的定位、範疇與教學設計。

（一）「素養」：民主生活中的公民使用素質

余陽洲（2004：7）認為應該以「媒體識讀」作為 media literacy
的中譯詞，因為該項教育的目標在於使閱聽人獲得審查、判別、閱讀、

研習媒介及其內容的能力；他認為，「素養」一詞空泛且有著泛道德

論意涵。對此，吳翠珍、陳世敏（2007）認為，「素養」側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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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公民」與「公共領域」意涵，並以媒體近用為教育目標；這些

都與「識讀」所強調的能力、防堵，以及媒介內容文本分析不同。

對此，本文主張針對媒體匯流與數位科技所形成的媒體公民教

育領域，採取「素養」一詞。本文認為，數位在地人已經在身體慣性

上「內建」閱讀媒介內容的工具性能力，瞭解在轉貼分享時加入各式

素人評論，甚至更明白怎麼樣的分享條件將使得資訊傳遞更為迅速有

效。這顯示，身為移民的建置體系教育者根本不可能用其怪異的類比

腔調來教育數位在地人有關資訊工具使用的技能；更有甚者，作為移

民者的教師，可能才是經歷最驚異的文化衝擊的一群人。本文的認識

論與方法論立場認為，在接受數位在地人、數位移民（乃至於數位難

民）這組分類的前提下，不論在地人或移民，都需培養適應環境中新

組成元素的能力。這是一個後現代場景，是在經歷大眾傳播媒體批判

之後，是數位工具平民化之後，不可能被理論所否定的現實。這麼一

來，「素養」一詞原先被說明為「空泛」的，正好是在活生生地操作

數位工具時，依據經驗才能進一步填入的「待填空」。而余陽洲所批

評的「泛道德化」，在此反倒成為移民者得以自持的基礎─以母國

經驗抽繹出移民者熟悉的道德標準，來面對移居地環境新奇而可能造

成的暈眩感，並試著與在地人對話，重新形塑道德、價值與標準。不

僅如此，「數位在地人」與大眾媒體閱聽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大眾媒

體由專家掌控，有著一般閱聽人難以窺見的運作黑箱，所以（大眾）

媒體素養的焦點在知識教化與培力賦權（前節所言，傳播學術與閱聽

人「站在一起」）。然而數位在地人幾乎已經不需要數位工具專業

教育了。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在地人」狀態顯示，他們有關數

位工具的知識猶如塊狀莖（參見尤美琪，2002；Deleuze & Guattari, 
1987），在不同使用者手中，用不同的型態成長、蔓延、接合、重組。

所以，「瞭解」已不再是素養的前提；如何「使用」才是公民參與能

否達成的關鍵。在工具與傳送者都越來越廣泛，甚至混亂的狀態下，

透過「公民參與」的確認，才能將媒體公民教育定錨；這樣一來，「素

養」一詞確實較為適當。

一旦瞭解到數位在地人視一切數位使用理所當然，也就更能理解

Banaji & Buckingham 等人對歐盟年輕人的研究結果為何會如此令數

位移民感到惶恐。此時，「素養」一詞確切地說出了數位移民對新世

代跨出個人化使用、推動公共參與的期待，同時也將教育現場中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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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數位工具使用，聚焦於具體的用法（而非技術）上，而且是「以

公民身分」採取的行動決策。從這裡，可以看到素養教育的目標，與

民主生活密切關連（Kellner, 2001）。

（二）「新」素養：回應科技促發的文化變遷

既然這裡的討論與數位科技使用有關，「資訊素養」或者「數位

素養」，是否更能貼切的描繪這個新的教育目標呢？本文認為，答案

應該是否定的。

在「素養」與「識讀」的爭論中，可以清楚看到這個時代媒體素

養的關鍵不是工具使用，而是使用的目的，特別是能否聯繫於公民參

與。這也正是 Kellner（2001）主張教育者在面對多向發展、多元文

化的社會時，應該要開啟多重素養（multiple literacies）教化的原因；

唯有多元、多重的素養教育內涵，才有可能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不僅

如此，Koltay（2011）也從人類行動的角度指出，即便人類已然深深

地沈浸在這個數位化、科技化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工具仍非決定行動

的唯一因。Koltay 進一步說，一旦瞭解到人們的知覺、信仰、行動受

到工具影響甚鉅，就能輕易地瞭解，有關這些媒體工具的素養，就不

可能是單一的。不但對不同的人來說，要面對的素養課題並不相同，

即便同一個行動者，也應該將素養精進視為一生的工作，持續不斷。

換言之，今日數位工具引領教學者思考從媒體素養從批判理解轉向任

務式教學的契機，明天，或許又是另一種文化變遷要求教育者重思素

養的內涵與作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能清楚區隔新素養與資訊素

養、數位素養等詞彙，在理論上的差別：新素養回應的是普遍文化狀

態的改變，而不是工具與工具之間的更替。因此，資訊或數位或許能

夠描繪傳播工具的遞嬗，但解釋數位在地人所創造的文化型態時，卻

力有未逮。

另一方面，本文所稱「新素養」，是否如 Koltay 所言，因為不

同人、或者人的不同階段，而應該是複數型態的呢？傳統上，「有

素養」（literated）代表取得文字能力，得以聽說讀寫；然而 Collins
（1995）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指出，不論是人類歷史上哪一個階段、

哪一個文明，有關素養內涵的問題，始終充滿了權力、認識論角力，

並且深受文化型態以及歷史過程影響。這顯示，單數素養（literacy）
若非霸權的，就是中心主義的，屬於階層化教育的一環。這同時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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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複數素養（literacies）才具有顛覆國家所主導的素養教育的意涵，

也才得以與民主聯繫。複數素養既是歷史常態，也是民主活動所需。

本文在棄識讀從素養的討論中，已經彰顯了此一概念與民主生活的關

係，複數素養在同樣的理由下，同樣成為本文的核心主張。

藉由「複數素養」的人類學與教育社會學確認，便可以取得傳播

學中素養教育的具體內涵。本文認為，複數素養一方面承認新傳播工

具在啟動素養議題時的關鍵地位，而既然數位在地人對新工具的使用

有如塊狀莖，乃是隨意、武斷、跳接的，那麼也就表示新傳播工具指

示出的素養需求應當是複數的。另一方面隨著使用新傳播工具而出現

的，不僅僅是技術的革新，更是文化型態的轉變，此時，素養意涵了

使用工具時夾帶的目的、心理狀態乃至於社會期待效應等；以上種種，

都需要重新思維學習。這些理據在在顯示，新素養不但不僅限於技能

學習，且自始就是多向而持續更新的狀態。

根據 Hall（2007）對文化研究經典作品《識字的使用》（The 
Uses of Literacy）（Hoggart, 1958）的分析，Hoggart 所討論的是，商

業化的大眾媒體內容如何具體地創造了一種新的素養，並且引導工人

階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之。Hall 認為，Hoggart 的作品說明了文化產

品不可能從外部去閱讀，也不是「朗讀」（read off），而是一種在已

然成形的文化世界中，主動地協商；也就是說，素養是指在文化的內

裡閱讀 / 理解。從這個角度理解，與媒體相關的素養問題，不僅僅是

觀看其內容，更要進入媒體創造的文化之中去理解。「新素養」（new 
literacies）的出現，植接了新的技術工具形成的文化樣貌，回應媒體

中介的社會中，活化民主的需要；同時，在傳播學的脈絡中，則與批

判的傳播觀點對話，聯繫於文化研究開啟時已指出的理路：在文化內

部進行解讀商討。

（三）新素養的任務：「近用」日常化後的資訊協作常態

在此，可以進入新素養定義的第二層問題：如果媒體素養教育即

是在促使閱聽人批判認識後近用媒體，那麼，新素養到底還有什麼嶄

新的任務？這些任務有任何文化意義嗎？

本文認為，新素養脈絡下所稱「使用」，概念上大同於媒體素養

教育中的「媒體近用」（access to the media）；然而，面對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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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仍有小異。媒體近用權源起於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

而所謂「近用」，則被說明為「人人的聲音都可以被公平地聽見」

（Bagdikian, 1969）。實務上，媒體近用權常實踐為更正權，以及媒

體依法開放時段或頻道提供一般人自由使用媒體的義務（陳炳宏，

2012.07）。不過，在數位在地人的生活範疇中，對大眾媒體機構提

出要求，然後才得以接近資訊傳遞通道的限制，已非今日資訊流動的

唯一景況。所以，如果早期倡議的「近用權」代表一般人對大眾媒體

機構提出的要求，那麼，今日所言「使用」應該是在相同的需求下，

因為科技發展以及使用者原生身分，而將「近用」日常生活化之後的

結果。

換句話說，除了作為一個理論詞彙，「數位在地人」同時說明

了一種翻轉過後的「常態」或「自然狀態」。在這種常態中，守門

（gatekeep）機制的削弱，不僅僅指資訊流通柵門大開，更指「參與 / 
協作資訊流通」這件事稀鬆平常；社群媒體如 Twitter、Facebook 的

大行其道，乃至於瓜代主流媒體，更是具體證據。也正因為如此自然

而然，更使得人們需要在其中重新聯繫「使用」與素養的關係，才有

可能在數位在地人熟悉的生活場景中，找回媒體的核心價值，同時聯

繫移民與在地人。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數位在地人凸顯的兩層翻轉。首先，翻轉了

自然狀態中的先到後來者在符號位置上的權力順序，開展出一種自然

狀態與符號意義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迫使教學現場中的所有人都必

須重新審視教學的內容與目標，甚至為「權力」重新排序。其次，數

位在地人所「在地化」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身分，更是在日常生

活中理所當然、稀鬆平常的（數位）媒體活動。一旦這群人將過去認

為門檻極高、需要極力爭取的權利（更正權、近用時段）給正常化，

傳播學術界，也就被迫重新思考素養教育的核心究竟為何。說穿了，

作為數位移民的教學者，是試圖在這樣的場景中，重新讓自己貼近數

位在地。過去傳播學術界透過媒體素養教育，試圖將專業知識傳遞給

閱聽人；現在的焦點則是聯繫數位移民所掌有政治經濟文化權力，與

數位在地人已經刻畫為身體本能的數位技能與相應的新文化型態，在

既有的道德訴求上，展開對民主的追求。

於是，相對於「媒體素養」一詞聚焦於媒體，本文認為「新素養」

中華傳播學刊(27)-03 劉慧雯.indd   79 2015/7/1   下午 07:37:07



中華傳播學刊．第二十七期．2015.0680

一詞，凸顯了符號與權力上的文化現況；而相較「數位／資訊素養」

一詞側重的工具特色，「新素養」則更能涵蓋數位在地人帶來的多層

翻轉實況。

本文認為，以數位在地化為前提的新素養教育，必須同時考慮教

學現場的具體現實「教與學」兩造的關係，以及在符號上被定位為「在

地者」的新世代與生俱來的特質，才有可能形成世代之間的對話、面

對數位環境。

二、新素養的內涵

因此，新素養討論的內容應該有兩個核心。第一個核心是透過數

位使用來表達的能力。相較於前述各家說法主要集中在教育學領域，

本文認為「使用數位工具」應該與「想像表達」聯繫在一起，將數位

工具立體化為「媒體」。數位工具固然開放了眾聲喧嘩的機會，但正

如Giroux（2003）所說，依據過去十年數位工具的商業發展模式看來，

集中化、商業化、私有化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數位工具今天的面貌，用

大眾媒體時代的語彙來描述，這趨勢其實暗指了「媒體近用」程度的

降低。[7] 因此，為了避免數位使用流於商業活動，數位在地人／移民

再次淪為「數位人商品」（借用 Smythe（1977）「閱聽人商品」的

用法），瞭解到使用數位工具的目標在於「表達」，是新素養理論或

教學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一個核心則是公眾參與。儘管在數位時代，人們已經不太需

要，也不太受限於大眾媒介守門人的資訊篩選，然而，「使用資訊」

這件事，在兩個面向上應該讓「公眾」這個概念介入。

第一個面向就是知識與資訊本身的公眾性。Drahos & Braithwaite
（2002: 10）已經提出，全球所有政權在整合、發展全球化時，第一

階段做得最糟的事情，就是將之私有化，而且是全面地將所有物質、

心靈的產物，通通私有化。也正是知識的私有化、所謂「智慧財產權」

在不顧技術必然性 [8] 的前提下無止盡地擴張，使得數位使用在討論

公共議題時，處處受到私有化效果的箝制。沒錯，數位化代表了非常

個人式的媒體使用模式，但是，這些種種「個人化」並不代表人類的

社會已經不存在需要共同商議的議題。以社群媒體的發展來看，公眾

參與的方式從「按個讚」到「轉貼連結」，再到「評論」，顯現的確

實是各種不同「等級」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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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Kennedy & Judd（2010）的研究所顯示，在具有高度數位化

能力之後，真正的學習通常出現在「在數位環境」之下發展具有前瞻

性的議題。本文由此角度出發，提出數位版本的「表達」與「公眾參

與」為新素養教育的核心。

從 1990 年代中葉起，有關「新素養」（new literacy/literacies）
的討論便已經展開（如：Barton, 1994；Gee, 1996；Street, 1995）；而且，

始終在一種生態學的架構下出現。論者多半會提及素養的社會環境、

媒體物質條件，以及每個社會文化成員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想要達成的

目標。這使得素養從來就是沈浸在某種脈絡中的社會實踐（Barton & 
Hamilton, 2000）。在這個提示之下，本文發現，媒體使用者在自身

的社會脈絡中，有可能考察出對自我而言有特殊意義的公眾議題，然

後藉由各類媒體工具（包括大眾媒體與數位媒體）的近用，達成資訊

蒐集、檢視、判斷，以及最後的表達，這一氣呵成的任務工作。本文

將這個模式稱為「任務導向式的（新）素養教育」。

在目前已有的文獻中，「新素養」基本上被說明為具有四個特色

（Coiro, Knobel, Lankshear, & Leu, 2008）。首先，新素養的核心不在

「最新科技」，而在於科技使用的具體社會脈絡，以及透過科技使用

所達成的社會實踐。再者，新素養總是與教育活動有關，他是集結了

個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身分，所形成的民主近用。第三，與媒

體素養最大的不同，新素養不再著重技能教學，而是要鼓勵數位工具

使用者，為達到公眾參與的目標，應該要積極克服科技的限制。最後，

新素養始終牽涉許多領域知識的聚合，因此跨領域、多重觀點對新素

養理論的構成來說，是非常關鍵的。

從數位在地人的理論切點下手，這些新素養的特色，清楚地聯繫

了數位移民的社會期望與已身體化的在地人數位經驗。Coiro et al. 的說

明，展現了數位移民對數位科技開啟新的資訊傳播模型之後，應當應用

於民主生活的期許。很明顯地，新素養的內涵總是在具體的操作中，透

過使用者／操作者對特定公眾事務的參與實踐，而不斷地被形塑、改

變、更替。

根據東京大學教授水越伸（2006.03）在 MELL Project（Media 
Expression, Learning and Literacy Project 簡介參見劉雪雁、吳翠珍，

2006）年會提出的〈「東亞媒體素養合作活動的東京宣言」（東京宣

言）試行方案〉，如果從「東亞」的角度來看待媒體素養在 21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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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可以發現，雖然伴隨著自1980年代以後全球資訊化的快速發展，

人類看起來就要真正地成為一個地球村了，但是，過度想像網際網路、

全球資訊化，卻造成了一種技術中心媒體進步觀，以及由媒體構築成

的刻板印象。東亞文化圈關心媒體素養的教育者們如果想要克服這種

不加思索即由北美和歐洲引進的資本觀點，就必須具有以下特徵：

(1) 與人文社會學門的深厚思想源流相結合

(2) 玩媒體／媒體素養、媒體實踐的多層結合

(3) 表達與接受／創造與批判的循環

(4) 通過結合不同社會領域來創造新的學習共同體

(5) 基層性媒體素養的探索

(6) 批判性分析知識與實踐型設計知識的結合

(7) 持續開展與制度保障

水越伸所說明的特徵，強調的是在地理解，以及素養教育與其他

學術領域之間的接合關係。這雖然是日本學者就東亞文化圈的角度來

看待素養教育的新挑戰，但其所強調的關切在地，以及跨領域協作，

卻是所有素養教育者在數位工具將傳統價值過度汰選之後，非常實用

的操作原則。如果將水越伸的提點轉化為教學場景中的操作，新素養

教育可以具體地想像成以下三個依序相接的工作：

(1) 藉由批判地使用知識，挖掘在地社會需要關注的媒體現象。

這是指，數位在地人雖然熟悉數位生活，然而既有的社會生

活中，運行已久的權力結構，仍持續影響著數位化之後的社

會環節。因此，數位在地人有必要瞭解權力結構，瞭解作為

「媒體」的數位工具，除了個別化的私人使用外，同時具有

「資訊傳遞」這個核心價值。此時，在媒體素養中學習到的

批判立場、知識觀點以及對民主生活的維護等價值，也應該

實踐於對數位工具的使用上，協助指認在地媒體議題。

(2) 透過媒體（新與舊、數位與類比）使用與玩弄，創造屬於社群

的媒介內容。媒體素養關切的閱聽人，多半指大眾媒體的傳達

對象；雖然分眾的概念越來越流行，然而，以商業利益為指導

原則的分眾概念，畢竟不同於強調人文性質的社群、社區。實

踐「創造屬於社群的媒介內容」一方面強調了使用，另一方面

也同樣強調對社區的瞭解。因此，這項工作其實是要求數位在

地人以生活場景為依據，然後開啟玩弄媒體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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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關注、持續協作，創造媒介介入後的新共同體。在一定

程度上，所有媒介內容的創造者都在意效果問題。過去，媒

介效果由大眾媒體決定、獨占；然而，既然創作是數位在地

人熟悉的生活內容之一，那麼，對於自己創造之內容如何介

入社群共同體，也該是被詢問的問題。一旦將「效果」放在

數位內容創作的考量中，「他人」就自然而然進入製作者／

傳播者的視野中。如此，個人化的媒體使用，便有機會轉化

為以社群為對象的媒體近用。

對於教學者來說，這三個順序相接的工作，因為牽涉到學生對自

我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認知，因此除了執行設定好的教學目標外，更

重要的是透過行動研究，將教學場景視為研究的田野，瞭解每一次操

作任務導向教學方法的實踐資料。

所謂「行動研究」方法，多半在教育學的場域中操作執行。這

種研究方法的重點在於，以局內人（insider）的角度，關心自己所處

的真實世界的問題。在教育學領域中，由於教師根本上就是要每天

面對學生，而且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受教者，因此沒有太大的空間以

實驗、準實驗等社會科學方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於是這種起源

於 1940 年代美國的研究方法，就成為結合理論與實作的最好方法。

Lewin（1997）可說是行動研究的先驅，他在 1940 年代便已強調行動

研究就是要在「廣受各種社會力影響下」進行實地操作。McTaggart
（1997）更指出，行動研究是透過集體反思，達到改進自身所處的社

會或教育實踐中的合理性及公平正義，以及對這些實踐的理解。由此

看來，行動研究不僅僅是「研究」，更重要的是「實踐」與「改變」。

這與本研究在翻譯 literacy/literacies 一詞時採取「素養」一詞，所強

調的媒體表達、公民參與以及社會實踐等內涵不謀而合。

三、任務導向教學操作

在「澳洲媒介教師」（Australia teachers of media, ATOM）的

網站中，身為 8 至 10 年級電影與動畫教師的 Luckman，介紹了

Editsence: Learn Film through Editing 這個教學光碟。其中，將基本鏡

頭（shots）以及基本剪輯當作是新素養教學的先行技能。這讓我想到

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資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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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im Williamson 在一次演講 [9] 中提到新媒體對於 CBC 紀實性影片

在取材與議題上的衝擊。Williamson 指出，雖然新聞記者不可能出現

在每一個突發現場，然而，現代數位工具，卻使得「紀錄者」無所不

在。2011 年，G20 會議在多倫多舉行，來自魁北克等地的大學生展

開抗議活動，然而抗議事件演變成警民衝突。許多當天參與活動的群

眾事後將自己拍攝下來的照片、影片張貼在網路上。CBC 事後透過

擷取這些發表於個人部落格或 YouTube 上的影片，製作了記錄片《誰

叫你不乖》（You Should Have Stayed at Home）。影片顯示，警察對

聚會群眾的無預警挺進，以及不分青紅皂白的逮捕，是事件衝突升高

的主因。

Williamson 在演講中問到，這是不是表示，YouTube 作為一個草

根媒體，已經足以成為記者進入現場的另一個管道呢？他認為作為一

個資深新聞工作者，他的答案沒有這麼直接而樂觀。這是因為，不論

是群眾或記者，都有可能受到觀點與視角的限制。在過去，人們可能

批判大眾媒體記者是帶著組織利益、內部偏好，乃至於社會文化成規

中的意識型態偏見來報導新聞；但這種批判並不表示單純直接的公民

記者，就可以因為沒有組織力介入，便無條件避免。因此，CBC 雖然

使用網路上的影片照片作為素材，但是 Williamson 特別強調，CBC 一

定透過電話或本人訪問，瞭解素材上傳者的拍攝視角與觀點，並且不

斷比對同一個場景的不同照片，確認沒有人為修改或故意呈現特定角

度，然後才在所有素材（上百支影片與上千張照片）中，挑選足以符

合新聞專業標準的內容。

這些談話顯示，「工具」本身的性質（如：YouTube 的開放性）

其實並不足以定義數位時代的特徵；是人們對這些工具的目的性使

用，才讓世代特徵突顯出來。記錄現場以及上傳網路，是數位時代的

平常事件（器材與記錄軟體顯然也垂手可得），然而，瞭解拍攝視角

與觀點、比對同一場景的不同照片以確定呈現角度等，才彰顯了每一

個素材的影像價值，足以在名為「紀錄片」的資訊裡，成為批判民主

國家中警察暴力的有力證據。這兩者（素材與證據）之間的關係是：

有素材才有可能形成證據，有價值設定，才可能看見素材的證據意

涵。也只有理解了「民主國家」、「警察」、「警察暴力」、「非法

逮捕」等既有社會結構中的概念時，才能賦予數位工具所捕捉的材

料，一種明確的價值。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數位移民的價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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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著數位在地人的工具使用、玩弄，以及對「媒體組織」的不同定

義：Williamson 的反思提示人們，新聞機構應該持續維繫可信與公信

問題，並且要有能力將私人素材轉化為公共議題的討論基礎。

在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出版的「有怪獸」也做了「任務導

向式教學內容」示範。

在 YouTube 的時代中，過去必須從側錄影帶的公司購買新聞影

片的資本事件，現在已經可以透過搜尋技巧找到任何已經播放過的電

視內容。那麼，人們便有機會採取「有怪獸」的方式，策劃「立基於

YouTube 內容的選舉開票轉播的監看任務」。在這個任務中，表面上

課程任務與一般生活中常出現的「藉 YouTube 內容製作報告」沒有

差別；然而真正的差異在於，在一般生活情境中，數位在地人可能是

為了娛樂、個人興趣搜尋 YouTube 影片；但在這項新素養任務中，基

於價值設定（選舉活動應該透明公開）使用 YouTube 其實就是媒體近

用。而且，在新素養層次上的使用，不修課學生僅僅是以「觀眾」的

身分收看，更需要從社會成員的角度，針對某關注議題的討論，進一

步對這些已經放在網路上的素材（row material）進一步詮釋／剪輯、

發言，以為回應。執行任務的修課學生，透過數位工具，將主流媒體

當作觀察對象（而不再是將選舉結果當作觀察對象），系統地針對一

個議題進行比對、查證、詮釋以及批判的工作。如此，不但可以聚焦

於媒體（look at the media），更是在「清楚瞭解目的為何」的情況下

近用媒體頻道、使用媒體內容、應用已附著於（embodied）數位在地

人身體內的數位能力。

由此看來，這些任務導向式的功課設計，應該至少包括以下幾個

面向：

(1) 主題省察：觀察或批判的對象或主要概念。如：環保運動。

在個人有限的經歷下，主題通常容易取材自個別的經驗或

專長。透過省察則能將理所當然的知識脈絡陌生化、對 
象化。

(2) 媒介內容理解批判：既有的媒介內容如何描繪特定對象。至

少應該瞭解大眾媒體如何描繪主題。在這個階段中，應該聚

焦於媒體，建立考察觀點，以作為後續設定參與目標與方法

的基礎。

(3) 決定參與目標：設定公眾參與的目的、目標，以及想要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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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既然有成效問題，這個工作就必須走出自我個人化

的使用，進入有他人、社群存在的社會空間中。在此，公民

身分必須成為參與目標設定時的重要考量。

(4) 設定參與方法：如：拍攝影片、重新剪輯、發展公關策略等；

其中，參與方法應該具有實際社會效用，而非一個單純研究

性質的參與。

(5) 效果評估：實際操作的成效評估。包括媒體效應與社會運動

效應。也就是說，新素養課程中設定的「任務」，不但是練

習新素養的管道，也要在具體的社會場域中起作用；而且是

可以評估的作用。

本文認為在配合社會環境的前提下，透過教師與教學助理的提

示，協助修課學生發展「媒體近用計畫」，應該是數位匯流時代素養

教育的重要教學策略。這些計畫可能因為學生個別研究旨趣的不同，

而各有主題殊異；但不變的是，每一個媒體近用計畫應該在執行過

程中重新瞭解自身所處的媒體環境（包括數位與類比媒體），為了做

媒體近用而可能使用的工具（YouTube、Google Map，乃至於社群網

站），然後考慮最後的「產出」所能達成的批判視野。隨著修課學生

在具體目標導引下，便可能透過環境中所有可得的數位內容，創造真

正的「眾聲喧嘩」。

肆、結語：數位在地人引領的多重反思

一、認識論的反思

依據 Coiro et al.（2008）編纂的《新素養研究手冊》（Handbook 
of Research on New Literacies）所示，一本有關新素養的專書，首先

會遇到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很明顯地，由於數位工具、數位時代，乃

至於數位在地人的出現，在類比時代發展的研究方法，經常遇到挑

戰。例如，李政忠（2004）曾整理網路問卷在方法論上的盲點。他認

為，網路問卷除應審慎選擇樣本外，其「外部效度」，也就是應用範

圍，也應該縮減；否則，就應該對問卷結果作加權處理。面對這個瞬

息萬變，且又能隱匿真實身分的賽伯空間，許多研究者採取民族誌方

法下手，試圖以較為開放的研究架構，廣泛蒐集賽伯空間中的資訊

（例如：Leander, 2008；Leander & Lowor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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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的角度來看，研究者並非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進行有關

新素養的討論；相反地，其實即使身為數位移民，我們對數位在地人

所知已多，更有甚者，不論是數位在地人或數位移民，高等教育有著

非常友善的數位環境，隨時等任何人融入這個新社會。現在的工作，

是系統地將這個移民與融合的過程呈現出來，並且賦予數位社會一個

新的共同體意涵，好讓其中的不平等、不正義降到最低。任務導向式

的教學工作從實際操作計畫的過程中，讓數位在地人展演每一次對象

不同但皆鎖定公民參與的媒體表達活動。正如水越伸所言，傳播研究

經常在引進西方研究主題與素材時，不自覺地採取了技術中心的進步

論觀點；這使得每個社會所做的在地研究，都無法免於線性史觀。然

而，Castells, Fernández-Ardèvol, Qui, & Sey（2007）早在行動通訊工

具研究中已經說明，由於社會類屬的差異，任何一種工具在單一社會

中的傳散，並不等速。更別說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架構下，每一

個區域、國家間的工具使用，也並不是速率一致、型態相仿的（亦可

見 Harvey, 2005: 87-119）。在這個情況下，以線性發展的方式來理解

傳播活動，其實擺明了只理解科技本身，卻未能將人納入視野中。

由此，媒體公民教育的認識論，已經從設定好知識與學習標準的

批判思維，轉向在操作中體驗、認識自我所處社會處境的現象學範疇

中：在具體經驗中理解處境。本文認為，只有將自己投入到自己進行

的計畫中去，才有可能將那些已成為身體一部分的數位技能在意識中

獨立出來，然後也才能為自己的意向所用。而在具體的文化環境中體

驗，正是本文植接Hoggart作品，在傳播學領域討論素養教學的用意。

二、傳播教育的反思

數位在地人的現身，以及這群人因其本能而定義出的日常生活，

促使原本在媒體素養教學中占據「全知者」角色的教師，必須重新看

待當下資訊環境的特徵，才能設計出較能凸顯素養意涵的導向式教學。

由於導向式教學設定的是「目標」，而不是步驟與達成過程中的

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這使得教師首先要向跨領域開放「知

識」的定義，從揭開專業媒體組織的黑盒子之秘，轉向訴求接受新素

養教育的學生可能已有、有興趣、或未來可能有的領域知識。這表示

由傳播學教師啟動的新素養教育，應該要透過學生的既有專長，達成

跨領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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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自始即是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門在十字路口上交

會時迸裂出的火花，傳播學因而從頭是跨領域的信徒。然而，百年來

的發展，在高度現代性與專業分工的洗禮下，使得傳播工作與學術也

走上專業分工之途，愈發將原本應該作為社會資訊流通通道的「傳播

活動」，定調為生手勿近的象牙塔；學術上的跨領域雖然如火如荼，

但實務上的專業壟斷，卻也越演越烈。這些發展配合大資本，更加速

拉遠資訊通道與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距離。由此看來，強調透過理解專

業義理來完成的閱聽人媒體批判／識讀／素養，雖然解開了專業之

謎，卻也鞏固了專業對知識與行動的形塑。

過去，傳播學門的跨領域總是指研究者、學術工作者自身工作

的跨領域，以及學生專業學習中的跨領域。本文所討論的「新素養教

育場景中的跨領域」，卻是針對非傳播專業背景者，帶著自身既有的

常識、知識、在地脈絡等，持續不斷擴大資訊傳遞行動可能涉及的每

個生活範疇，以及相應的概念。於是，傳播的核心將會回到「每個人

參與資訊傳遞」這個向度上，從定義上將數位移民念茲在茲的公民身

分、民主社會等價值植入傳播素養教育的核心。透過這樣的定位，可

以稍稍繞過公共領域如何可能的形式問題，在新素養構成的教案與活

動中，直指社會問題、媒體現象的核心。

在本文以「數位在地人」的生活空間為討論場域的前提下，希望

把日常生活視為素養發生的場所（而非條件）。透過數位移民對價值

的定調（與討論），將日常生活中的「媒體」、「資訊」、「訊息傳

遞」，視為一種在理所當然中追求價值的行動。被日常生活化的工具

每個世代都有，只是這次，被日常生活化的數位工具，創造了一種新

的人類。這個新的人種，在尚未瞭解價值體系之前，就已取得了巨大

的符號權力；作為教育者，本文主張透過任務指定，提示一種能夠將

價值思考置於其中的符號運作活動。

從媒體素養到新素養，媒體批判、認識、詮釋與使用的教學工作，

有必要邀請不同世代親自參與媒體計畫，才可能有效瞭解每一個人所

界定的社會文化特質與內涵。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作為教育者的我

們，才有機會改變過去賦予教者的「全知全能」角色，進入數位在地

人的生活環境中，讓數位移民所信仰的價值，透過他們的詮釋，開展

出不同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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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Digital natives的中文譯詞尚未固定。中國作者中，有的翻譯為「數

字土著」、「數字原住民」，或「數字原生代」（參見 http://
www.looooke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66）。

台 灣 則 有「 數 位 原 住 民 」 的 譯 法（ 參 見 http://techorange.
com/2011/12/01/digital-native/ 以及 http://mr6.cc/?p=6544）。然而，

考慮「原住民」一詞在社會學、人類學領域已有特殊指涉；而且，

當我們以 “native speaker” 來指稱「母語」時，也無須非跟「原住

民」牽扯上關係不可。因此，本文採取較口語的方式，譯為「數

位在地人」。

［2］ 例如：把 email 列印出來。Prensky 說，數位移民各有自己的（類

比）腔調，有人厚重些，有人輕微些，參見 Prensky（2012: 5）。

不過，當我們說某個世代的人有著「濃厚類比腔」時，也並非認

為所有年紀在一定數字以上的人就「整齊畫一地」都是類比人。

數位在地人、數位移民以及相應的概念，都只是為了指明「數位

作為一種生活環境」，已然是一個為絕大多數人週知的狀態；只

不過，每個人在這個數位環境中的生活方式，仍有個別選擇與慣

性的差異。

［3］ 在軟體教學的場景中，身為數位移民的我，事前備課是將每個

軟體的教學程序寫成一個個步驟，然後透過電腦教室的廣播系

統，操演給學生看；然而只要一個小環節的錯誤，就陷入困窘

的停頓。當我試著回想那些遺失的環節步驟而把電腦交還給學

生自行操作時，我想的是他們去練習在此之前所教的步驟；然

而數位在地人們做的卻已經是去「爬文」，或者操作「在其他

軟體中會如何使用」的對比方法。我試著用符合邏輯形式的方

案思索解決的，卻正是他們直覺操作之所在。

［4］ 華視雖為公廣集團一員，但在財務來源上，未如內湖公視受到

國家預算捐贈，而仍保持商業電視類同的收入模式。所以，拿

「華視是公廣集團一員」做批評標準，講的若是公廣集團節目

製播應該更具公民性、更專業無妨，但若把「拿人民納稅錢來

扮跳樑小丑」，就屬欲加之罪了。

［5］ 以林照真（2009）附件一內容所做的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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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台灣學界普遍以「新素養」來理解與新媒體工具有關的素

養培養，部分學者則以「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Suoranta 
& Vadén, 2010）回應數位工具的普及。本文以「新素養」稱呼，

有其社會意涵，請見本文第參節。此外，教育學領域也使用「新

素養」一詞接續傳統的素養研究。相較之下，教育學門側重的

是使用資訊通訊器具（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進行聽說讀寫教學，以及這種科技教學引出的教學模型、

方法等討論議題（參見 Dalton & Proctor, 2008）。本文所論新

素養，則指「數位在地人」流暢地使用數位科技參與既有社會

文化交往溝通的歷程，以及數位移民將其價值觀轉化介入數位

在地人生活範疇的可能教學設計。兩者雖使用同一詞彙，但內

涵略有不同。

［7］ 這裡的近用門檻當然與大眾媒體時代所言「門檻」不同。大眾

媒體時代的近用門檻，主要受限於物質條件；包括報紙篇幅與

電視播出時間、寫作條理分明的投書與製作電視能播出的短片

等。網際網路時代，言論容量沒有限制，友善的介面降低軟體

門檻；這顯示，傳統的門檻雖能輕易跨越，但上網費率、網路

涵蓋、不透明的伺服器莫名當機等，卻使得使用網路所需要投

注的金錢、精神更高更不容易預測。這些絕大部分都是因為網

際網路某些環節的私有化造成的。

［8］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每一次點閱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就必然要

「複製」該資訊，以利投射於終端機（螢幕）上。「複製」是

使用數位材料的技術必然要素。這類「技術上必然要複製」的

動作，根本不可能符合智財付費機制的既有觀點與要求。

［9］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主辦「傳播沙龍」，2011 年 12 月 15 日。主

題：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Reality TV: Ten Ways to Tell a Good 
Story。《誰叫你不乖》一片曾於 2012 年入選公共電視「世界

公視大展精選」，在台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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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 are crucial 

communication tools in present-day societ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s digital natives, is conversant with ICT devic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eachers, as digital immigrants, to teach using the 
traditional desig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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